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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谈判中的身份符号和路径设计: 基于北
冰洋公海渔业谈判的案例分析*

赵 隆＊＊

摘 要: 国际谈判是国家间博弈的主要形态之一，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

议题。受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影响，气候变化、国际军控、双边或多边经贸问

题等国际谈判普遍面临谈判停滞、二次谈判和执行赤字等问题。探索不同种类国

际谈判的议价模式、博弈和妥协空间要素，成为国家参与或利用国际谈判维护利

益的重要环节。在《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协定》谈判中，核心发起国通

过在政策共识和行动上的主导，借助北极领导者身份( 以“伊卢利萨特共识”为符

号)、平等协商身份( 以超越北极理事会局限为符号) 和辅助治理身份( 以认知共

同体为符号) 的主动塑造，在北冰洋沿岸五国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利益攸关方之

间实现了域内共识和利益妥协，形成了“A5+5 机制”的重要模式创新。这种身份

符号塑造和“核心—群体—外围”谈判路径，可为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国际治理

和各类国际谈判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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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各类议题和层级的国际谈判进程普遍面临新的问题。① 对于国际谈判的认知与

分析，关系到如何理解国家间互动形态，以及参与和引导非冲突化博弈。国外学者的国际

谈判研究出现较早，涵盖谈判定义、种类和在博弈论基础上的妥协等方面。例如，认为谈

判就是在冲突中为达成利益交换或共同利益协议，公开表明立场提案的过程; ② 共同利益

是谈判的基础，冲突利益是谈判的博弈妥协焦点，上限目标和下限目标共同构成谈判的议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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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后《巴黎协定》的谈判进程在联合国第 25 届气候变化大会( COP25) 上陷入僵局，美国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

议》( JCPOA) 使谈判成果面临执行困境，俄美相继宣布退出《中导条约》，两国对延续《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二次

谈判存在诸多原则性分歧，美国与多国开启新的双边或多边贸易谈判进程等。
Fred Charles Iklé，How Nations Negotiate，New York: Frederick Praeger，1964，pp. 3-4.



价空间，混合动机本质( mixed motive nature) 和共同决策 ( joint decision making) 原则是谈

判的重要特征; ① “多元行为体对话”作为国际谈判中的辅助环节，有助于确定适合于不同

政治文化和价值体系的政策选择; ② 将谈判过程中的程序正义和分配正义原则作为影响谈

判效果的核心要素; ③ 公平性原则可以作为战略工具在国际谈判中使用，参与方对于公平

性原则的认同高于对责任份额的分歧，④ 包括讨论知识工具在谈判过程中的作用，⑤ 以及

谈判信息的对称和议价方式的问题。⑥ 国内学界更为关注国际谈判的要素研究，包括议题

联系( issue linkage) 行为对国际政治谈判所发挥的作用，⑦ 政府更替条件下如何构建不对称

信息的博弈模型，⑧ 探讨作为国际谈判普遍性基础的博弈论运用; ⑨ 分析通过交换意见取

得妥协的磋商行为等。瑏瑠

国内外学界的研究虽各有侧重，但主要归纳了国际谈判的三类决定论。首先是权力决

定论，指谈判方的权力差异直接影响谈判结果，包括知识、技术、话语、规制等隐性权

力; 瑏瑡 其次是意识决定论，指谈判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对谈判方式的影响，忽视文化传统塑

造的国家和个体意识往往是谈判破裂的主因; 瑏瑢 最后是环境决定论，强调国际或地区层面

谈判议题的物质条件变化，包括谈判参与方国内变量的影响，例如绕过“国际谈判桌”直

接在对手国内“活动”，间接获得符合己方利益的谈判结果，瑏瑣 决策者需要创造新的“成

本—收益”组合促使内外行为体的立场接近。瑏瑤 与此同时，当前研究存在两方面不足。一

方面，系统性理论分析框架的缺失，相关研究在不同视角下缺乏必要整合，难以形成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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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谈判进程的系统理论; 另一方面，对于国际谈判中的成员构成、议题设置、制度设计

等变量关注不够，特别是在集体身份符号如何影响参与方的妥协意愿、如何通过模式创新

和路径设计来引导共识等方面，缺乏深入探讨。因此，针对当前国际谈判所面临的困境，

如何在三类决定论的基础上找到影响谈判的其他要素，本文的研究将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北冰洋公海渔业谈判的进程和意义分析

2018 年 10 月，北冰洋沿岸五国( 下称“A5 国家”) 与冰岛、中国、日本、韩国、欧盟

五个利益攸关方签署《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协定》( 下称“《协定》”) ，初步建立了

北冰洋公海的渔业管理秩序和管理模式，成为全球海洋保护和北极国际治理中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事件，也是国际谈判研究的重要案例。
( 一) 谈判进程

总体来看，北冰洋公海渔业谈判进程可分为单一行动、域内协调和多方博弈三个阶

段。首先是单一行动阶段，主要特点是美国通过国内政策共识开展北极渔业捕捞管控的立

法程序。2007 年 10 月，美国参议院通过“指示美国针对北冰洋迁徙和跨境鱼类资源管理

开展国际协商和必要措施”的决议，提出应当发起有关创设北冰洋渔业资源管理国际条约

的国际协商，建立新的国际或地区渔业管理组织; 根据《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 下称“《种

群协定》”) 的要求，建立捕捞限额、渔获地限制、观察员制度、监管措施、数据采集和上

报、执法等相关管理措施; 加强与北太平洋渔业管理委员会和阿拉斯加土著人群体的协

商; 在条约达成之前应加强国际协作限制北冰洋公海等商业捕捞行为等。① 2009 年 8 月，

美国北太平洋渔业管理委员会通过《北极渔业管理方案》，要求在没有足够的科学数据证

明北极渔业资源可以进行持续开发之前，在北冰洋专属经济区实施禁捕措施，但不应妨碍

阿拉斯加土著人基于传统生活方式的渔业捕捞。②

其次是域内协调阶段，主要特征是域内协调与国家行动和知识工具的同步进行( 见表

1) 。例如，2007 年召开的北极理事会高官会议( SAO) 开启了北冰洋渔业问题的首次政府

间多边讨论。2009 年，来自政府、科学界和商界的代表共同召开“国际北极渔业研讨会”
( International Arctic Fisheries Symposium) ，商讨如何利用科学方法和数据改善渔业管理的决

策进程，减少气候变化和地缘政治对北冰洋渔业的双重影响。随着美国对中北冰洋( Central
Arctic Ocean) 公海区域③的关注力度不断上升，有关各方开始响应美国关于各国在达成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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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禁止商业捕捞行为的号召，① 对于北冰洋渔业问题的讨论逐渐从域内的非正式协商拓展

至部分国家的政策规划和立法进程。例如，欧盟在 2011 年通过涉北极政策决议，② 倡导

包括北极渔业在内的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合作; ③ 丹麦在《2011 年至 2020 年丹麦王国北极战

略》中提出开展北极渔业国际合作; ④ 加拿大在 2014 年宣布波弗特海的禁捕措施等。⑤ 2010

年初，A5 国家形成初步共识，提出在现有治理框架外开展北冰洋渔业问题的讨论。2010 年

至 2014 年间，A5 国家先后在挪威、美国和格陵兰召开 3 次北冰洋渔业高官会以及数次闭门

会议。2014 年 2 月，A5 国家首次提出实施临时措施，来防止无管制的捕捞活动。⑥

表 1 域内协调的阶段同步性

域内协调 国家行动 知识工具

2007. 11 北极理事会高官会
2009. 8 美国北太平洋渔业管理委员

会通过《北极渔业管理方案》

2011. 6 首届北冰洋渔业科学家

会议

2009. 10 阿拉斯加国际北极

渔业研讨会
2011. 1 欧盟通过涉北极政策决议

2012. 4 2000 名 科 学 家 联 名 公

开信

2010. 3 加 拿 大 北 冰 洋 沿 岸

国部长级会议

2011 丹 麦 北 极 政 策 倡 导 北 极 渔 业

合作

2013. 4 第二届北冰洋渔业科学

家会议

2013 美国北冰洋沿岸国部

长级会议

2014 加 拿 大 在 波 弗 特 海 实 施 禁 捕

措施

2015 第三届北冰洋渔业科学家

会议

2014. 2 丹 麦 北 冰 洋 沿 岸 国

部长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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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家群体是重要的谈判域内协商主体。2011 年 6 月，A5 国家首次

召开科学家会议，针对气候变化影响下北极和亚北极地区的鱼类种群和生态系统评估，提

出就中北冰洋公海区域渔业管理措施进行数据交换和研讨，为各国决策者提供更多科学证

据。① 同时，美国皮尤慈善信托基金北极科学主管亨利·亨廷顿 ( Henry Huntington ) 与

2000 多名科学家发表联名公开信，敦促国际社会针对中北冰洋公海渔业制定预防性管理

系统( precautionary management system) ，其中包括在获取详实的生物和生态数据之前，尽

量推迟在该海域的捕鱼行为。科学家还呼吁北极国家政府针对该问题牵头拟订国际协定，

在科学性和预防性原则之上推动“零渔获量”( catch level of zero) 规则的实施。② 此后，在

A5 国家的推动下，北冰洋渔业科学家会议先后于 2013 年和 2015 年召开两次会议，并邀

请来自域外国家的科学家参与研讨。

第三是多方博弈阶段。2015 年 7 月，经过多轮的内部政策协商和多边科学论证，A5

国家在奥斯陆达成《关于在中北冰洋预防不管制公海捕鱼宣言》( 下称“《奥斯陆宣言》”) ，

明确在有充分科学证据证明北冰洋渔业可持续发展之前，A5 国家不会授权本国船只在中

北冰洋公海区域进行商业捕捞，并就吸纳域外利益攸关方参与达成一致。③ 同年 12 月，

A5 国家邀请中国、日本、韩国、冰岛和欧盟的官方代表，就制定中北冰洋公海区域渔业

管理协议举行首轮对话。经过 2015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1 月的六轮谈判，相关各方就中北

冰洋公海渔业协定达成共识，并于 2018 年 10 月正式完成对《协定》的签署。根据《协定》，

中北冰洋公海在 2033 年协定期满前，将依据负责任原则和预防性措施原则禁止商业性捕

捞活动。与此同时，鼓励缔约方通过联合科学研究与监测，积累上述海域中鱼类资源的科

学数据，并有条件地开展渔业探捕，为商业性捕鱼活动做好科学准备。此外，《协定》还

暂时排除了建立相应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可能性。《协定》到期后，如缔约方没有提出

反对意见，将自动顺延五年。《协定》在谈判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实践，对未来北极跨区

域性议题的多边合作形成一定的指标性意义。
( 二)《协定》意义

第一，填补内容空白。随着北极气候变化造成的海洋和海冰条件变化，大量经济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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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北迁至中北冰洋公海区域，科学研究数据的欠缺以及有效的“泛北极渔业管理制度”①空

白问题引发北冰洋渔业治理的诸多矛盾。例如，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等现有多边治理机

制的管辖范围未能覆盖整个中北冰洋公海，② 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大西洋金枪鱼类保

护委员会针对高纬度洄游鱼类的管理措施尚不完备，③ “而通过改良现有区域渔业组织、

依靠北极理事会或成立一个新的渔业组织规制北极核心区渔业难以实现”。④ 区域性渔业

管理组织对不同海域和不同鱼类种群的管理规则也具有不同针对性。⑤ 例如，《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 下称《公约》) 对跨界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养护管理、国际合作等缺乏具体的

执行意见，《种群协定》仅关注跨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分鱼类”特点限制了其在北

极的广泛适用性，而粮农组织制定的《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不具备法律约束力。⑥ 针对

上述问题以及日益增加的北冰洋商业渔业勘探和开发的有关讨论，⑦ 《协定》针对尚未出现商

业捕捞活动的区域实施禁捕措施，属于基于未来活动的前瞻性谈判和治理实践。

第二，创设“A5+5”模式。由于加拿大、丹麦、挪威、俄罗斯和美国对北冰洋部分海域

拥有主权、主权权利和司法管辖权，⑧ 在处理渔业问题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北冰

洋作为世界海洋的一部分，各国在其公海区域依据《公约》等国际法享有捕鱼自由等公海自

由，不应被 A5 国家以保护为名限制、侵犯其他国家的合法权利。有学者认为，A5 国家在

北冰洋公海为防止“不管制捕捞”而设立的临时措施不具国际法律约束力，不能适用于第三

方。北冰洋公海临时措施应由沿海国和公海捕鱼国、有兴趣的国家等在协商建立区域( 或次

区域) 渔业管理( 或安排) 的过程中( 或过程后) 作出。⑨ 总体来看，《协定》谈判基于一般国际

法规则，在 A5 国家与冰岛、中国、日本、韩国、欧盟五个北极域外利益攸关方之间实现了

“A5+5”的谈判机制创新。一方面，北极国家与域外国家首次在北极理事会、国际海事组织

( IMO) 等现有机制外达成涉北极特定海域的多边协议; 另一方面，国家行为体与欧盟这一区

域一体化组织作为平等主体，开展涉北极渔业问题的国际谈判。尽管“A5+5”机制并不完全

符合多边条约谈判的一般实践，但多利益攸关方的选择性纳入，有效提升了《协定》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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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可操作性，有助于探索北极国际治理在主体、原则和路径上的多元化选择。

第三，增强约束导向。与其他国际或地区治理相比，北极国际治理以松散的治理平

台为主体，相关合作成果通常不具备法律强制性。但在近年来，各国逐步接纳具有普遍

约束力或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例如，北极理事会自 2011 年以来先后通过 3 项具有约束

力的国际协议，① 国际海事组织也针对航行安全和海洋环境通过了《国际极地水域船舶

作业规则》等，② 《协定》的出台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北极国际治理从“软法”向“硬法”过渡

的趋势。

二、《协定》中的身份符号塑造

在社会共同体内，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资源的分配都与成员的身份密切相关，个

人因身份符号差异而被赋予以不同的权利和义务。③ 而在国际治理和国际谈判中，身份符

号可以塑造共同的认知环境和立场取向，也可以引导各方对于内部利益和外部资源寻求妥

协和共识，这在《协定》的谈判进程中得到了反映。( 见表 2)

表 2 《协定》谈判的身份符号塑造及其效果

身份符号塑造 效 果

A5 国家
以强化“核心—次级—外围”结构为

基础的“伊卢利萨特共识”

通过“禁捕”避免建立新机制，通过机制设计

塑造“邀请者”和“受邀者”定位

利益攸关方
以突破“外围主体”身份限制为诉求

的“平等参与方共识”

享有实质性参与权，强化治理多元性，间接

上弱化北极理事会

科学家群体
以在决策中打造知识权威角色的“认

知共同体共识”

为预防性措施、联合研究和观测提供科学性

依据

( 一) A5 国家: 以“伊卢利萨特共识”为基础的领导者身份

“伊卢利萨特共识”起源于 2008 年召开的 A5 国家部长级会议。此次会议讨论了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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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海洋环境、航行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并在《伊卢利萨特宣言》( Ilulissat Declara-

tion) 中提出，“北冰洋正处在一个巨大变化的起点。气候变化和融冰对脆弱的生态系统、

原住民的所在社区以及自然资源的开发来说存在潜在影响”。①

A5 国家强调阻止建立任何“新的综合性国际法律制度来治理北冰洋”，在《公约》的框

架下通过合作与协商自主解决北极事务，并继续发挥北极理事会的重要作用。② 在 A5 国

家看来，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北冰洋的法律制度问题，无需邀请北极理事会其他三个非北冰

洋沿岸成员国和相关原住民组织参加。但这一进程表明，北极国家内部在此问题上出现了

分化趋势，形成以 A5 国家为主体的“核心成员”和其他北极圈内国家为主体的“外围成

员”。二者间虽然存在广泛的利益共享，但由于实力差异造成力量间的不平衡状态，引发

议题主导权的争夺。对于外围成员来说，实力差异促使其更希望引入域外平衡力量，通过

区域间或多边合作来改变当前“议题依附”状态。对于核心成员来说，域外力量的加入将

明显稀释其在北极治理中的现有主导权，特别是议题设定和制度设计权。因此，A5 国家

特别强调作为沿岸国对于北冰洋的特殊责任，谋求建立具有外部排他性的小范围协调机

制，借助实力优势实现各自利益诉求，并对外围成员进行一定的“责任捆绑”，通过增强

权力集中性促进区域治理。

此后，在美国积极推动下，A5 国家通过强化基于“伊卢利萨特共识”的集体身份符号

并统一政治立场，通过《奥斯陆宣言》以“临时措施”禁止中北冰洋公海的商业捕捞活动。③

虽然宣言文本中未直接提出“禁捕”，但该临时措施被广泛解读为“禁捕”政策。④ 其次，

通过避免成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凸显在北冰洋渔业治理问题上沿岸国的地缘优先地位，

掌控多边治理进程。同时，在谈判进程中提出“认识到其他国家可能对北冰洋公海渔业感

兴趣，在未来合适的时机也可以被邀请参与北冰洋公海渔业管理讨论中”，⑤ 分别赋予 A5

国家和其他利益攸关方“邀请者”和“受邀者”定位，由 A5 国家决定其他各方参与的时机和

进入，更加强化“A5+5”的机制特征和其自身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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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域外利益攸关方: 超越北极理事会局限的平等协商身份

北极理事会作为北极气候与环境治理的核心平台，依照“核心—外围”的治理框架对

治理主体进行划分。其中，成员国和永久参与方作为“核心主体”，扮演了观察员的代理

方。观察员作为“外围”主体，只能通过这一代理者表达自身意愿和诉求，并且没有对任

何决议的实质性否决权。不但如此，外围主体的旁听权利也受到严格限制，必须得到核心

主体的许可和邀请。但是，为了提高北极理事会相应的项目运行能力，外围主体获得了部

分项目的资金参与权，也就是通过北极理事会各类工作组的项目计划，开展项目资助活

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资助的额度被严格限制在核心主体的资助额度以下。同样，外围

主体只有经轮值主席国批准，才可以针对相关议题发表看法或提交书面意见，而这种意见

表述行为也必须位列于核心主体之后。① 因此，探索更为多元化的北极国际治理平台成为

北极事务利益攸关方的重要关切。

对于冰岛、中国、日本、韩国和欧盟来说，在北冰洋公海渔业治理进程中均存在明显

的身份缺陷。冰岛虽然是地理概念上的北极国家，也是北极理事会的成员国，但在议程设

置和参与能力方面与其他“核心主体”存在较大差距，中、日、韩则受制于北极理事会“外

围主体”的制度设计限制，欧盟的观察员地位申请也遭到长期搁置，在北极事务中的话语

权和参与度都极为有限。对于上述主体而言，作为利益攸关方参与北冰洋公海渔业谈判既

能跳出北极理事会对自身的“先天限制”，享有更多实质性参与的权利，也能强化北极国

际治理的多元性，特别是间接弱化北极理事会在治理中的排他性。对 A5 国家而言，将域

外国家中的远洋渔业重要主体纳入谈判进程，可以有效增加协议的广泛代表性和执行力，

引导相关国家接纳其有关预防性措施和避免建立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等主张，还可以通过

从“软法”到“硬法”的过渡有效解决监管和执行力的短板问题。

( 三) 科学家群体: 以认知共同体为核心的辅助治理身份

一般而言，科学知识往往能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发挥决定性作用。② 以科学家为参与

主体的科技进步对国家权力和能力的影响具有客观性，尤其是新技术应用带来的权力和治

理能力变化。有学者提出，科学家群体代表着受人尊重且独特的道德力量，其声音能够超

越特定阶层的利益。③ 科学家群体是以知识的权威性作为工具直接参与治理的进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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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剂”一样推动政策制定层面的行动，并为国际协商提供具体的政策建议。①

在北极公海渔业治理过程中，科学家群体依靠自身所掌握的环境、海洋、生态方面的

专业知识为 A5 国家政府代表提供了智力支持，美国作为 A5 国家的重要成员，引导科学

家群体在政策制定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2011 年 6 月，在 A5 国家政府代表的建议下，相

关海洋科研机构召开了首届北冰洋公海鱼类资源的科学家会议。A5 国家科学家相互通报

了数据资料和未来研究计划。会议还提出，评估北冰洋公海海域的鱼类生存状态需要获取

更多数据资料，需要 A5 国家在科学研究方面开展协作。2013 年 10 月，第二届北冰洋公

海鱼类资源的科学家会议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A5 国家科学家就气候变化对北冰洋鱼

类的生存影响进行了讨论，指出底层鱼类的活动范围短期内不会扩展到北冰洋公海海域，

该区域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不会发生商业捕捞行为。② 2014 年 2 月，A5 国家科学家在美国

西雅图召开第三届北冰洋公鱼类资源的科学家会议，初步拟定了中北冰洋公海科学研究与

监视联合项目的框架，该框架在《联合声明》中得到了最终确认。

三、基于身份符号的谈判路径设计

从北冰洋公海渔业谈判的路径设计来看，由于中北冰洋公海渔业治理问题在初期并未

得到各国关注，难以形成多方利益认同。因此，美国作为“核心倡议国”尝试确立国家层

面的政策共识，借助立法行动将此共识传导至由小范围国家构成的区域性平台中。在这一

环节中，核心倡议国通过“伊卢利萨特共识”开展有效的集体身份塑造，强化区别于其他

北极国家的特殊身份，从而构成以 A5 国家为主体身份的“集体身份群体”。通过拥有相关

国家间的利益协调和博弈，集体身份群体可以将协商一致的渔业治理原则、标准和措施作

为预设立场，将利益攸关方作为“外围成员”纳入谈判进程。在利益攸关方的选择上面，

集体身份群体需要参照一定的客观标准。在本案例中，上述标准主要包括是否具有远洋捕

捞的能力和兴趣，特别是在极地水域捕捞的能力，以及是否具有《联合国渔业种群协定》

( UNFSA) 第 8 条第 3 款所规定的“实际利益”，是否包括现有区域性渔业机制中的主要成

员等。但是，为了避免这一环节的国家主导性，核心主导群体必须借助知识共同体这一

“辅助行为体”，增强有关谈判目标的科学性与客观性，塑造“政策+科技”的良性互动局

面。由于可以间接超越自身的地缘身份或治理角色限制，进而获得相应的平等参与地位，

利益攸关方对于其作为被动接纳群体参与谈判的角色也表示认同，这进一步提升了《协

定》的可操作性和执行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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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进程中，“集体身份群体”和“外围成员”的谈判立场与妥协动因值得关注( 见表

1) 。在平等权利问题上，A5 国家首先通过《奥斯陆宣言》确立谈判的集体成员身份，强调

域外国家参与谈判的基础是建立在 A5 国家预设的集体政策共识之上，同时将缔约方的一

致批准作为协定的生效条件，以“一票否决权”来避免在生效程序中出现以集体身份作为

区分标准的非同等权利。在长效机制问题上，出于巩固在北极事务中特殊领导身份的考

虑，A5 国家在避免建立新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问题上形成共识，但这并不完全符合其

他利益攸关方的利益关切。为加强谈判的代表性和可操作性，A5 国家在此问题上做出妥

协，提出首先采取预防性措施并签订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共同建立渔业科学合作平台

或科研机构，最终在掌握充足渔业信息后，再成立区域性渔业资源管理组织的“分步走”

设想。① 在管理措施问题上，各方在中北冰洋公海的临时性或永久性禁渔方面也存在意见

分歧，部分国家强调狭义的预防性措施，但其他各方认为“禁捕”政策既不属于国际渔业

制度所推崇的保护措施，也不是国际渔业资源管理的普遍实践。不仅仅是作为远洋渔业主

体的域外参与方不支持完全“禁捕”，部分北冰洋国家也有自身考虑。例如，加拿大更倾

向于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可持续措施，② 渔业在丹麦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据较为重

要的地位，同样不支持完全“禁捕”。③ 最中，各方以 16 年为期限就协议的“日落条款”达

成协议。④

此种谈判路径的优点在于，可以将参与谈判的主体进行等级性区分，主要包括以美国

为代表的核心倡议国; 以 A5 国家为代表的集体身份群体; 以科学家群体为代表的辅助主

体; 以及以利益攸关方为代表的被动接纳群体。通过这样的等级性区分，核心倡议国可以

充分输出其政策目标和治理原则，并在集体身份群体层面、科学层面和利益攸关方层面进

行多轮的推广固化，从而形成相对利益的最大化，而其他主体也同时获得治理身份、地位

和话语权方面的相对收益。但在具体实践中，如何确保核心倡议国的国内政策共识能够有

效传导至多边协商平台，如何提升利益攸关方对于“集体身份群体”和“核心—外围”成员

结构的接纳度，如何维持辅助行为体的“弱国家性”和科学家群体的“强国家认同”之间的

·56·赵 隆: 国际谈判中的身份符号和路径设计: 基于北冰洋公海渔业谈判的案例分析

①

②

③

④

白佳玉、庄丽: 《北冰洋核心区公海渔业资源共同治理问题研究》，《国际展望》2017 年第 3 期，第 142 页。
Timo Koivurova，Erik J. Molenaar，and David Vander Zwaag，“Canada，the EU and ArcticOcean Governance: a Tangled
and Shifting Seascape and Future Directions”，Journal ofTransnational Law and Policy，Vol. 18，No. 2，2009，pp. 248-
287.
邓伟、贾丽、周玉国: 《丹麦渔业发展情况考察》，《中国水产》2015 年第 4 期，第 49—50 页。
根据会议达成的意见，《协定》初步有效期限为 16 年，从生效日期开始计算。之后如果没有任何一个缔约方反对，可

以延长 5 年。之所以确定为 16 年，是因为有关沿海国代表主张 20 年，有关非沿海国代表主张 10 年，有国家要求偶

数年份，最终折中成 16 年。详见周超: 《国际磋商各方就〈防止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协定〉文本达成一致》，《中

国海洋报》，2017 年 12 月 5 日。



平衡①等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和观察。

表 3 谈判立场与妥协动因

平等权利问题 长效机制问题 管理措施问题

A5 国家

立场 赞成 反对 部分赞成

动因 确保领导地位
避免建立新的区域渔业

管理组织

美国强调预防性措施; 加拿

大、丹麦强调可持续措施

利益攸关方

立场 反对 赞成 反对

动因
不符合一般意义上多

边谈判的平等性原则
强化多边性机制的有效性

不属于国际渔业制度的

普遍性保护措施

妥协方式 A5 国家妥协 利益攸关方妥协 双方妥协

解决方案

全体缔约方一致批准

通过作为协议生效条

件，实行“一票否决

权”

采取预防性措施签订具有约

束力的国际协议，建立渔业

科学合作平台，掌握充足信

息后成立区域性渔业管理组

织的分阶段模式

设立 16 年为期限的

“日落条款”

四、小结

总的来看，《协定》开启了北极国际治理的模式创新，而其谈判进程超越了以北极理

事会为核心的“罗瓦涅米进程”，通过北极领导者身份( 以“伊卢利萨特共识”为符号) 、平

等协商身份( 以超越北极理事会局限为符号) 、辅助治理身份( 以认知共同体为符号) 的身

份塑造和路径设计，成功打造了多利益攸关方相互妥协的“A5+5 机制”，为未来北极事务

中的跨域性合作提供了样板。身份符号的主观塑造对于形成集体认知、利益共识和妥协空

间的促进作用，也可成为有关全球或区域问题国际谈判的案例参考。但从长远来看，《协

定》对科学性探捕、建设区域渔业组织等问题的妥协性处理，也存在一定的后续风险。

《协定》与处于谈判中的《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之间也存有若干交叉

和兼容的问题，上述问题均有待于相关研究的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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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 Symbols and Path Design i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A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Arctic High Seas Fisheries Negotiations

ZHAO Long (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bstract: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is one of the main forms of game between countries，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fluenced by unilateralism and protectionism，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on climate change，international arms control，bilateral or mult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issues are generally faced with such problems as stagnation of negotiations， second round

negotia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deficit. Exploring the bargaining mode，game and compromise space

elemen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link for countries to

participate in or use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to safeguard their interests. In the negotiation of the

agreement on prevention of deregulation of high seas fisheries in the Arctic Ocean， the core sponsors

actively shape the status of Arctic leader ( symbolized by the Ilulissat consensus ) ，equal consultation

( with the symbol of beyon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Arctic Council ) and auxiliary governance ( with the

symbol of cognitive community ) in the Arctic Ocean by leading policy consensus and action. The five

coastal Arctic states and multi-stakeholders， including China，have achieved regional consensus and

compromise of interests，forming an important model innovation of“A5+5 mechanism”. This identity

symbol shaping and“core group periphery”negotiation pat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of Arctic affairs and various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Key words: Glob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Arctic Fisheries; Identity Symb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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